新创企业的政治资源诅咒效应

——基于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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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创企业，从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视角研究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及其机制。构建政府关系网络、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258家新创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软件SPSS16.0与LISREL8.7j进行测算。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并具有非线性特征，即政府关系网络同创业绩效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2）创业导向正向影响创业绩效；（3）且其创新性与前瞻性倾向负向调节（弱化）政府关系网络同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而冒险性倾向正向调节（强化）这种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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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new venture enterprise, we study the government resource curse and its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We have built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government network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With the 258 questionnaires from new ventures enterprise and by using the software SPSS16.0 and LISREL8.7,we find that (1)  government resource curse exist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for the relaitions is with a inverted U shape characteristic; (2)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3）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s innovativeness and pro-activeness have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U shape relations , but its risk taking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
Key words: government network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new ventures; resource cur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6-03-20，修回日期：2016-06-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复杂环境下企业战略动态调整的微观机理研究”（13CGL04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业团队治理、创业团队过程与创业绩效”（GD15XGL21）

1  研究背景
自从Auty[1]提出资源诅咒理论以来，其应用日益广泛。国内外研究一般认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政治资源都可能导致国家或者地区对资源过度依赖[2-3]，这将对创新行为与创业行为产生挤出效应[4]，滋生寻租与腐败，引起制度弱化效应(((，从而对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以上研究结论在宏观上为国家或者地区避免盲目追求丰裕资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微观层面，对资源诅咒效应是否存在于个体企业的研究较少。不过，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如何轩[5]运用资源诅咒效应对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家族企业中丰富的血缘关系资源将产生接班人的亲情寻租和腐败行为，导致企业家精神耗散和战略创业能力的欠缺，从而不利于家族企业的传承与发展；袁建国等[6]基于上市公司的证据发现，紧密的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并推论中国企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相比家族企业与上市（已有）公司，新创企业往往并不拥有正式的关系网络[7]，而且作为一个 “新进入者”资源极度匮乏[8]。那么在此情景下，新创企业在创业的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有哪些特征？以及是否在某种情况下更强（弱）？这些都缺乏研究。

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鼓励与扶持自主创业的政策，并且不惜投入大量的资源(((，如保险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与贴息以及场地补助等。但是来自2013年《中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的调查显示，中国新创企业失败率高达59.1%，70%的新创企业存活期不超过7年。为什么大量政府资源的投入未能避免大量新创企业的倒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府关系网络在政府资源的配置中充当重要的角色，拥有较好政府关系网络的新创企业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如融资借款[9]、政府补贴和政府合约等[10]，因此，政府关系网络是否扭曲了政府资源的配置、限制了创业激情、降低了创业绩效？由此，本文试图探索以下问题：（1）新创企业在构建政府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从已有的研究看，政府关系网络既可能促进创业绩效，也可能阻碍了创业绩效，这需要进一步验证；（2）如果存在资源诅咒效应，政府关系网络是如何影响创业绩效的？本文试图探索政府关系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背后机制；（3）创业导向在上述机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将构建理论模型并实证检验政治关系网络的资源诅咒效应及其“区间性”特征，也即政治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创业导向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之所以选择创业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是因为对新创企业而言，组织战略决策模式的作用十分明显，它是影响创业企业生存与成长的关键要素[11]，因此，在两者之间引入创业导向，可以丰富资源诅咒效应在微观企业应用中的内容。

综上，本文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基于社会资源、资源诅咒效应假说与创业理论，构建创业企业政府关系网络、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258 家新创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2.1  政府型关系网络和创业绩效

社会资源理论认为，政府关系网络是指创业者同各级政府、官僚机构以及政府代理机构等构建的各种政府关系网络的综合[12]。现有文献关于政府关系网络同企业绩效的关系有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政府关系网络促进企业绩效的逻辑认为，通政府关系网络企业可以获取具有公共性、垄断性特点的资源[13]，这些资源不仅包括优惠待遇与政治合法性[14]、政策和产业信息、补贴和税收减免、监管资源、银行借贷与土地[10]，而且也包括便利进入管制行业的机会（如房地产）[14]，这些都有利于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的逻辑认为，首先，构建大规模的政府性关系网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资金[16]，而这些同样是新创企业稀缺的资源[7]，时间与资金的分散将“挤出”创业者对生产经营的关注；其次，新创企业为构建紧密的政府关系网络，往往迎合政府官员绩效考核的要求，违背公司利益扩大短期产能与吸收剩余劳动力等(((，或者发展非核心业务实现多元化[17]；再之，在政府强关系庇护下，违规企业可以免受制裁[18]，或者在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拥有高的市场占有率(((，由此易滋生寻租与腐败等行为[19]，这些都不利于创业企业的长远发展。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呈倒U型的关系。
2.2  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导向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政府关系网络只为企业获取社会资源提供了一条通道[20]，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还受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尤其是创业导向的作用明显((((。创业导向描述的是创业者或高层经理偏好承担风险、喜欢以创新与前瞻性行为来获取竞争优势的程度[21]。国内外学者多认同从创新性、前瞻性与冒险性3个维度分析创业导向[22]，本文也如此进行讨论。

首先，创新性与前瞻性倾向。创新性倾向是指企业努力开创新产品/服务或改进现有产品/服务以满足顾客当前与潜在需求的努力程度[23]。前瞻性倾向是指通过对机会判断而率先采取行动以引领市场方向的倾向，往往伴随着创业或者创新行为[24]。当新创企业的政府关系网络规模较小、关系较松散时，创业者可以集中精力与有限的资源专注创业活动，不会受到政府关系网络对创新思想的束缚和创新决策的限制；而且创新性与前瞻性倾向会驱使创业者自主的采取探索性行为，并将获取的资源主要用于有可能催生新产品、新事物、新工艺的创造性活动((((，从而有利于新创企业长远发展。然而，随着政府关系网络发展到中级水平，新创企业构建政府关系网络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越来越大((((，创业者对创业经营活动的关注会不断减少，从而其创新性与前瞻性倾向的行为受到限制，而这种非紧密的关系网络并不能为企业带来高质量的资源((((，所以，对与具备创新性与前瞻性倾向的新创企业而言，资源诅咒效应在政府关系网络处于中间水平时最大，也即新创企业的创新性导向与前瞻性导向与相对居中水平的政府关系网络的交互作用导致最低水平的创业绩效。随着政府关系网络上升到一个高级水平，强调创新性与前瞻性倾向的新创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规划的影响并愿意承担更有前途的创业任务，此时更加偏好较高层次的创新活动(((，从而寻求更多的突破式创新(25(，这有利于新创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创业绩效的提高。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创新性倾向的负向调节，即新创企业在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倾向时，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会弱化。

H2b：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前瞻性倾向的负向调节，即新创企业在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倾向时，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会弱化。

其次，冒险性倾向。冒险性倾向是指企业乐于将资源投入风险事业而愿意承担高风险与高不确定性的倾向((((。而冒险性倾向强的企业偏好把大量资源投入不确定性领域以获取高回报((((。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新创企业要想快速、高质量地实现风险决策，需具备快速识别产业中的机会与对宏观政策正确判断的能力(((。低水平的政府关系网络让具备冒险性倾向的新创企业缺乏对产业与政策信息的了解，从而进行风险性决策时缺乏信心。形成对比的是，适度水平的政府关系网络有利于冒险性倾向作用的发挥，从而有利于创业绩效。构建适度水平的政府关系网络，一方面获取了有关宏观产业政策的信息((((，另一方面易于快速获取政府合法性的支持((((，因此，冒险性倾向的企业进行风险性决策时更有保障、更为大胆并易于抓住机会，从而在此阶段获取较好的竞争优势与创业绩效。但是，当政府关系网络超越适中扩大到更大范围后，为弥补高额政府关系网络的构建费用，具备冒险性倾向的创业者可能不惜铤而走险，通过寻租与腐败等行为来获取高额回报((((；同时过度嵌入政府关系网络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如过度自信、控制幻觉等[26]，这些都不利于冒险性倾向创业者进行风险决策。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冒险性倾向的正向调节，即新创企业在具有较强的冒险性倾向时，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会强化。

2.3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2.3.1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测量
因变量创业绩效主要是指新创企业的生存与成长能力((((。本文采用Covin等((((的测项，国内蔡莉等((7(在研究中采用此问卷（见表1）测量时，创业绩效的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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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925。
自变量政府关系网络的测量借用Peng等((((的研究，其测项如表1所示。郑山水((((在测量政府型关系网络时的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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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84。创业导向的测量采用Johan等((((提出的创业导向的三维倾向测量方法，并认为其具有非共变性特点（见表1）。郑山水在测量时变量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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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别为0.727、0.701与0.788((((。

表1  变量的测量条款与来源

	变量
	测量条款（Likert7级打分）
	测项
来源

	创业

绩效
	Q1-1与同行相比，我们净收益率(净收益/总销售额)较高
	文献(((( ((((
((((

	
	Q1-2与同行相比，我们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投资成本)较高
	

	
	Q1-3与同行相比，我们的销售额较高
	

	
	Q1-4与同行相比，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产品销售量占该类产品整个市场销售总量的比例)增长较快
	

	
	Q1-5与同行相比，我们新产品/服务的发展速度较快
	

	
	Q1-6与同行相比，我们的新员工数量增长速度较快效率
	

	
	
	

	政府

关系

网络
	Q2-1我们与政府不同级别官员联系比较紧密
	文献(((( ((((

	
	Q2-2我们与行业协会的官员的联系比较紧密
	

	
	Q2-3我们与银行、税务和商业行政机构等金融或规制部门官员联系紧密
	

	
	
	

	创业

导向
	创
新
性


	Q3-1自2010年以来，我们有很多新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
	(((( ((((

	
	
	Q3-2 当产品/服务面临变化时，我们倾向大调整，而非小调整
	

	
	
	Q3-3大体而言，我们更注重以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而非稳定可靠的产品/服务扩大市场
	

	
	
	
	

	
	前

瞻

性
	Q4-1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经常首先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服务、管理方法与运作流程等
	

	
	
	Q4-2与对手竞争，我们倾向“给予对手毁灭性打击”的策略，而非和平相处
	

	
	
	Q4-3与对手竞争，我们采取的行为方式是“先发制人”，而非“防守”
	

	
	
	
	

	
	冒

险

性
	Q5-1大体而言，我们偏向高风险、高回报项目，而非低风险、低回报项目
	

	
	
	Q5-2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主张，为了达到企业目的最好方法是大胆的、突变的行动，而非采取渐进的、谨慎的行动
	

	
	
	Q5-3当面临市场份额下降，包含市场的不确定性的情况，我们一般采取大胆的、进攻性的态势以寻求潜在的机会，而非谨慎、观望的态度以避免高成本风险
	

	
	
	
	

	


2.3.2  控制变量的测量

因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本文研究的是新创企业，所以只把企业的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采用企业员工数量的对数测量企业规模。
2.3.3  数据容量与收集
本文根据国外Zahra等((8(与国内蔡莉等((9(的建议，视8年以内的企业为新创企业。在2014年3月～2015年6月期间，向500家新创企业的创业者发放问卷500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有258份，这基本满足变量个数（本文6个）与样本量的比例

为1︰10，以及样本容量30份以上要求(30(。
  样本企业符合新创企业年限要求，成立时间5年以内的有160家，占62%；大于5年小于8年以内的企业有98家，占38%。这些企业规模在200人以下的有245家，占比为95%。所有测量条款基本服从正态性分布，而且其评价值的偏度绝对值（﹤2）与峰度绝对值（﹤3）满足要求，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31(。
3  变量测量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本文以构念效度进行效度检验（主要是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因子拟合指数3个指标），采用总相关系数（简称CITC）与Cornbach Alpha值进行信度检验。

3.1  效度检验

（1）探索性因子分析。经检验，创业绩效、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导向的KMO值分别为0.853、0.775与0.792；Bartlett球形检验值分别为744.607、387.004与398.931，显著水平值均为0.000，因此可以做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SPSS16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值均大于标准值0.7，并分别解析了变量的87.847%、88.331%与82.898%，因此，因子结构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相一致。

创业绩效的AVE值（=0.524）与政府关系网络的AVE值（=0.572）（见表2），说明本测量具有聚合效度（标准为值﹥0.5即可）。创业导向的创新性、前瞻性与冒险性的AVE值分别为0.621、0.605与0.641（见表2），均高于0.50，说明聚合效度较好；同时，每2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0.1（见表3），其最平方值明显比最小的AVE值0.605小（见表2）。所以创业导向变量满足效度检验的要求。
表2  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
	潜变量
	累计可解释信息量/%
	组合

信度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a
	AVE

	创业

绩效
	创业

绩效
	87.847
	.866
	5.7430
	.825
	0.875
	0.524

	政府关系网络
	政府

关系

网络
	88.331
	.877
	4.8417
	1.292
	0.849
	0.572

	创业

导向
	创新性
	82.898
	.828
	5.7493
	1.165
	0.811
	0.621

	
	前瞻性
	
	.804
	5.2228
	1.245
	0.831
	0.605

	
	冒险性
	
	.822
	5.8430
	.926
	0.778
	0.641


（2）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LISREL8.7软件对问卷（258份）进行验证性因子测算，在测算结果中，创业绩效、政府关系网络和创业导向的
[image: image4.wmf]2

df

c

值分别是2.63、2.62与2.09，其他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如表3），所以，模型与数据具有良好的构建效度。

表3  回归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N＝258）

	指标

    
	χ2
	df
	χ2/ df
	CFI
	RMSEA
	NNFI
	NFI
	AGFI
	GFI
	SRMR

	接受
标准
	
	
	（2,3]
	>0.9
	<0.08
	>0.9
	>0.9
	>0.8
	>0.9
	<0.08

	创业

绩效


	89.61
	34
	2.63
	0.93
	0.082
	0.93
	0.95
	0.81
	0.91
	0.065

	政府

关系

网络
	68.18
	26
	2.62
	0.94
	0.084
	0.92
	0.93
	0.82
	0.92
	0.066

	创业

导向
	52.47
	25
	2.09
	0.93
	0.081
	0.95
	0.92
	0.91
	0.94
	0.057


3.2  信度检验

本文对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测算，所有α系数大于0.7（见表2），因此通过信度检验；同时，本文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见表2），通过信度检验。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5个自变量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024～0.241之间，满足临界值要求（﹤0.75）[32]。而且，本文中所有模型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即VIF指数值处于1.224～1.622之间，也满足临界值要求（﹤10）[32]。因此，可以推定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我国新创企业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企业规模
政府关系网络

创新性
前瞻性
冒险性
	1

0.133

0.024

-0.031

-0.103
	1
0.241**
0.064

-0.023
	1

0.076

0.076
	1

0.082
	1


注：*、**、***分别表示p值<0.1、<0.05、<0.01（双尾）。下同

依据前面讨论的模型以及研究假设，采用SPSS16.0软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政府关系网络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业导向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见表5所示。

表5  我国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创业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第1步（控制变量）

常数

企业规模

第2步（主效应）

政府关系网络

(政府关系网络) 2
创新性倾向
冒险性倾向
前瞻性倾向

第3步（交互项）

创新性×政府关系网络
创新性×（政府关系网络）2
前瞻性×政府关系网络
前瞻性×（政府关系网络）2
冒险性×政府关系网络
冒险性×（政府关系网络）2
	4.168***

0.0770
	3.145**

0.081
-0.088.

	0.870

0.036

-0.095
-0.214***

0.364***

0.129*

0.255**


	0.696

0.034

-0.096
-0.220***

0.344***

0.127*

0.261**

0.668

0.193**

	0.736

0.033

-0.102
-0.213***

0.334***

0.124*

0.258**

0.355

0.213**

	0.736

0.037

-0.113

-0.289***

0.354***

0.117*

0.263**

0.155

-0.073*

	R2

Adjusted R2

△R2
F value
	0.017

0.001

0.017
1.059
	0.133
0.105
0.116
4.680***
	0.330

0.290

0.197
8.369***
	0.335

0.290

0.005
7.436***
	0.345

0.301

0.010
7.772***
	0.355

0.301

0.010
7.773***


（1）政府关系网络对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模型2与模型3（见表5）对假设H1a进行了检验。从回归的结果看，政府关系网络的平方项与创业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回归系数为-0.214（P﹤0.01），因此说明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获得证实，假设H1a获支持。
（2）创业导向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模型4～模型6（见表5）对假设H2a、H2b与H3a进行了检验。从模型4的回归的结果看，交互项即创新性乘以政府关系网络的平方与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0.193（P﹤0.05），说明新创企业的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创新性倾向的负向调节作用（即新创企业在较强的创新性倾向的情况下，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显著的弱化，直至出现U型关系）。同样，在模型5中，交互项即前瞻性乘以政府关系网络的平方与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0.213（P﹤0.05），说明新创企业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前瞻性倾向的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2a、H2b获得证实。在模型6中，冒险性乘以政府关系网络的平方与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回归系数为-0.073（P﹤0.05），说明新创企业的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冒险性倾向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新创企业在较强的冒险性倾向情况下，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显著的强化），因此假设H3a获得证实。
为更形象地揭示创业导向对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本文以创业导向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弱创业导向与强创业导向2个组，分别刻画不同创业导向对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分别见图1（a）/图1（b）所示。由图1（a）可知，创业者创新性倾向越强，政府型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会越来越弱化，直至出现U型关系（前瞻性的作用与创新性类似）；由图1（b）可知，创业者冒险性倾向越强，政府型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会越来越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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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创新性（前瞻性）的调节作用             （b）冒险性的调节作用   
  图1  创业导向对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展望
创业已成为经济增长与缓解就业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中国258个新创企业的问卷，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诅咒理论与创业理论，从企业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政府关系网络是影响创业绩效高低的重要因素，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受到新创企业创业导向不同维度的影响。

第一，政府关系网络对创业绩效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具有区间性特征。此结论突破了已有政府关系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单纯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研究框架，其区间性特征更深刻和真实的描绘了政府型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政府关系网络对创业绩效作用具有区间效应，究竟是构建居中还是居高水平的政府关系网络以最大化创业绩效，需与企业内部创业导向战略的各个维度匹配，否则会形成“挤出效应”，出现资源诅咒效应。这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证实在创业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不过其效应的发挥受内部创业导向情景因素的影响，这拓展了资源诅咒理论的应用。在实践中，对创业者而言，在创业的过程中不宜一味构建丰裕的政府关系网络，而应该防止对政府关系网络的盲目扩张，做到“适可而止”与自身战略匹配，否则过度的政府关系网络不仅分散创业者的时间与精力，而且产生挤出效应和弱化“创业激情”。对政府而言，首要任务是建立与健全公平合理的创业环境，让市场机制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要不断完善和规范创业有关的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金融支持政策，提高各项政策的透明度，压缩企业“寻租”的空间；再之，要强化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创业者的创业导向与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激情。
第二，创业导向能够调节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创造性地把创业导向纳入到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进行研究，发现创新性与前瞻性导向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冒险性则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创业导向战略情境下，政府关系网络的优势将发挥不同的作用，本文提出创业导向在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假设基本得到证实。首先，在理论上澄清了什么样的政府关系网络在什么样的战略情境下能取得更好的绩效，补充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与创业理论的应用情景。在实践中，这为新创企业在构建政府关系网络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性的塑造创业导向的各个维度，以及在已有创业导向的新创企业如何构建政府关系网络提供了理论支持。具体而言，对处于政府关系网络 居中区间的新创企业，要特别注重塑造高强度的冒险性倾向，即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要敢于大胆决策以获取最大创业绩效；而对于拥有大规模政府关系网络居高区间的新创企业，则要特别提高组织的创新性与前瞻性，因为创新性与前瞻性能消减大规模政府关系网络带来的弊端并最大化创业绩效。其次，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创业导向与政府关系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为将两者结合探讨新创企业绩效进而揭开新创企业价值生产过程提供了研究思路。再之，创业导向各维度在调节政府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这一意外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有关文献创业导向具有多维非共变性的特征。

第三，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样本数据较少且仅局限在珠三角地区，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需要谨慎考虑；其次，创业绩效存在明显的时滞性，无论是政府关系网络的构建，还是创业导向的推广，都具有长远的影响，因此，这需要动态的数据进一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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